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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長照機構引進照顧科技後，對以女性為主的長照服務人

員，所形成的勞動過程影響與變化。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運用訪談法、立

意取樣 13位長照機構人員、2位科技業者以及 1位實務專家。研究發現，
照顧科技與照顧工作之間，具有協作與控制共存的雙元關係。一方面，照

顧科技可成為女性照顧服務員身體工作「去性化」的策略，避免性騷擾，

以及讓照顧工作擺脫低價值與去專業化的困境，同時亦可與長照服務人員

共譜勞心與勞力的分工協作。不過，不同於中上層管理階層對管理效益的

期待，基層勞動者被迫處於照顧科技無所不在的監測環境中，面對官僚與

技術等不同型態的勞動控制。換言之，本研究看見不同勞動位階的女性長

照服務人員對照顧科技的聲音並非一致，存在階層化的利益衝突。面對

這些困境，本文認為 Tronto（2013）提出的「照顧民主化」是一個可能解
方，有賴國家建立機制，引入關於照顧反思的民主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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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照顧責任」在家內的不均等分配，一直是女性經濟自主或政

治參與的挑戰（劉毓秀，2011；Folbre, Gautham and Smith, 2023）。

如何讓照顧重擔從女性身上卸下或至少減輕？又可以從家庭場域移

轉到哪裡？能移轉給誰？這個照顧責任重新配置的政治議題，向來

是女性主義的核心辯論與未竟之事（Tronto, 2010; Folbre and Wright, 

2012）。第一波女性主義照顧學者先釐清，雖然照顧兼具「愛」與

「勞動」，缺一不可；但只看見愛、並藉此理所當然地推給女性（的

天性稟賦），始終讓照顧的「勞務」面，被隱而不見（invisible）

（Leira and Saraceno, 2002）。女性主義照顧學界的重要貢獻，是讓照

顧「勞務」的價值，成為公共論述的議題；並讓照顧責任在多元性

別、家庭、市場、與國家間重新配置，被放上學術與政策的政治議程

（Williams, 2018）。

雖然在女性主義論述下（São José, 2016; Leira and Saraceno, 

2002），「照顧」作為正式、有酬的「工作」，得以慢慢被視為可接

受的路徑選項，但仍面臨發展困境與兩難。首先，Stone（2000）的

經典研究指出，當照顧工作逐漸從家內到家外由專業組織提供，那

些組織規範的照顧「勞務」，不僅主宰照顧者的自主性，也讓可測量

的照顧勞務被賦予「市場價格」；但照顧關係中的情緒關懷及親密價

值被視而不見或貶值。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往往把照顧實作該如何

進行的決策發聲權，讓渡給管理者或出資者。其次，照顧的不可見

性（invisibility）及愛的勞動觀念，加上主導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市

場思維，鞏固照顧的階級與性別化，使照顧成為一種低價競爭的商

品（Tronto, 2013）。不僅讓照顧工作面臨價格與價值的雙重剝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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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次級勞動市場中低報酬、高負荷、高風險且不穩定的性別化工作

（Brugère, 2020），也讓照顧落在最無權力者身上，並在性別、階級

與種族的交織下，劃給本國籍的勞工階級女性以及外籍女性（Tronto, 

2011, 2013）。

上述性別化的有酬照顧勞動困境，原因為何？如何改變？在女

性主義學界與國家政策圈仍在辯論；但在此同時，全球不約而同、或

快或慢地面臨戰後嬰兒潮邁向老化的銀色海嘯，以及照顧勞動力緊

繃的照顧人力懸崖（Rieland, 2017）。因此，許多先進福利國家開始

思考，能否透過照顧科技， 1 提高服務效率、滿足日漸增加的照護需

求，同時減輕照顧工作者的身心負荷。照顧科技的文獻或已開始累積

某些成果（Hawley-Hague, Boulton, Hall, Pfeiffer, and Todd, 2014; Pol et 

al., 2014），但從性別的角度來看，當機構式長期照顧由女性人力為

主轉為涵納科技物協作時，對從事有酬照顧的女性，會如何改變照顧

勞動實作？對作為照顧者的主體性展現及照顧負荷是助益？還是成為

鞏固照顧責任性別化的幫兇？仍是性別研究尚未探索的缺口。

台灣的長期照顧當然也存在女性化現象，無論是無酬家庭照顧

者或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居服員）皆以女性為主（姜貞吟，

2010；王品，2019）；長照機構勞動者的樣貌亦呈現性別化圖像。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顯示，108年度國內老人長

期照顧、安養機構本土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照服員）的性別比，

1 本文所稱照顧科技（care technology）係指具有人工智慧、自動化或程式化的
科技，包含各種穿戴裝置、感測器（如壓力、動作或影像）或定位系統（如電

子圍籬），用以監測長輩生活狀況，回報異常或緊急事件（安全監測）；以及

陪伴長者或協助長照服務人員轉移位、餵食等任務（身體協助以及社會—情緒

陪伴）的照顧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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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為主（約 7成 5至 8成）、男性佔少數（女性照服員人數為

7,362，男性為 2,069人）；女性外籍看護工人數為 6,408人、男性為

162人。 2 已有學者指出，這種照顧責任高度性別化是國家、社會、

資本主義市場及父權意識型態的共構產物，不僅低估女性價值，甚至

與女性特質適合從事照顧工作的刻板印象相互連結，讓國家照顧政策

以開發女性人力投入就業市場為想像，使照顧工作成為一個性別區隔

的行業（王淑英、張盈堃，1999；姜貞吟，2010；林綠紅，2020）；

進而產生勞動條件亟待改善（工時過長、工作負擔過重、待遇偏

低），工作價值不被社會肯認，甚至被視為低技術或半專業的工作，

陷入社會地位低落的困境（林秋芬，2015）。

照顧，同時作為具備親密接觸、互動與關係等特質的「工作」，

又鑲嵌在受管理階層指揮監督的權力結構中，其照顧勞動實作與照顧

科技的互動關係為何？一方面，科技能否、又如何可以人機協作以支

持照顧工作者突破現存的性別化困境？另方面，科技對女性為主的長

照服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人員） 3 的勞動工作帶來何種影響？是勞

動者的協作夥伴？還是替管理者服務的監測控制工具？ 

二、文獻回顧

（一）暖照顧與冷科技的交織協作

「照顧」，必須展演與實作互動性、身體接觸、親近性等獨特性

2 請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3）。
3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長照服務人員指經本法所定之訓練、認證，

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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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Thygesen, 2009），或如 Roberts, Mort, and Milligan（2013）指

出，是一種身體工作，強調共存（co-presence）、肢體接觸及情緒關

係，而被視為「愛的勞動」。但女性主義學者批評，「愛的勞動」這

個觀點容易誤以為有愛就可以提供有品質的照顧，而且通常預設由具

血緣關係的女性扮演，順理成章將之置於私領域（Leira and Saraceno, 

2002）。因此，女性主義重新將照顧理論化為需要花費勞動力的「工

作」，這具有兩個面向的意義：第一，讓無酬照顧在社會中被肯認為

正式、且對社會有價值的重要活動；第二，挑戰「照顧應是女人的天

職或稟賦」。照顧在這系列理論進程中漸漸得以被視為「工作」（São 

José, 2016; Leira and Saraceno, 2002）。Leira and Saraceno（2002）進

一步指出，照顧工作分為照顧勞務（caring for）與情緒關懷（caring 

about）。當照顧成為一份有酬工作時，前者以任務為導向，涉及他人

（國家、雇主、主管）指派，需履行的工作職責（Cronqvist, Theorell, 

Burns, and Lützén, 2004）；而情緒關懷指涉照顧發生的關係性與情感

性因素（Leira and Saraceno, 2002; Milligan and Wiles, 2010）。將照顧

理論化的進程，指出照顧內涵不僅有個體層次的愛、情感、道德層

面，還具有社會性的勞務（包括專業、技巧、能力），及實踐有酬照

顧工作相應的勞動條件、社會保障。

Cohen and Wolkowitz（2018）進一步指出，身體工作的親密性

質、對脆弱性身體的回應與高度具現性（highly embodied），使得

「接觸」成為照顧工作中無可避免的一環。不過，正因為照顧工作具

備的多變性、空間隱蔽特性與身體親密接觸，使照顧實作現場經常衍

生性與性別的爭論議題。葉怡廷（2019）研究發現，個案隱私部位是

居服員的忌諱，他們大多想避免服務對象成為性化的身體，即便勞

動者與個案相同性別，居服員仍會小心謹慎，避免碰觸個案的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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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肢體碰觸，讓工作「去性化」。然而，居

服員仍無可避免地會遇到個案對身體服務的不適當要求或騷擾（楊培

珊，2000），例如部分長者雖然自己有能力，但仍要求居服員幫忙清

洗私密部位，針對這種困境，居服員可用的策略之一為避免個案能力

退化的「活躍老化」理由，要求長輩共同參與身體清潔工作，達到去

性化目的，降低騷擾的可能性（葉怡廷，2019）。換言之，雖然身體

碰觸是照顧工作具現、親密的一環，卻也因頻繁的身體接觸特性，使

居服員可能產生職場負面經驗。

另方面，科技與照顧工作的關係亦是焦點。既有文獻呈現「照

顧（關係）」與「科技（理性）」的雙元論述，特別是女性主義關懷倫

理（ethics of care）從照顧本質出發，質疑科技能否包涵真誠及互惠

（Parks, 2010），蘊含「暖照顧」與「冷科技」的對立衝突（Ishiguro, 

2018）；認為工具理性的科技無法提供具關係形式的溫暖照顧，日本

一個在安養機構導入「Hug」轉移位機器人的研究清楚顯見這個價值

衝突（Wright, 2018）。照服員可藉「Hug」的面板操作機械手臂，協

助轉移位，操作既直覺也簡易，整個過程僅需 90 秒，節省時間又降

低負荷與職業傷害，應該廣受歡迎。然而Wright （2018）發現照服員

使用頻率相當低，原來他們認為轉移位是一種身體接觸的情境，應該

由照服員的「手」來實踐才是理想照顧及對老人的尊敬，因此，強烈

反對機器取代身體接觸。

雖然暖照顧與冷科技，可能會在某些關係面產生衝突，不過，

也有論述主張科技跟照顧不一定存在對立關係；相反地，由於照顧科

技的成功要件需要有人去促進、協調及承擔責任，需要更多參與者協

力實作，因此照顧科技仍可實作親密性，並非完全與照顧價值衝突

（Roberts et al., 2013；Milligan, Mort, and Roberts, 2010; Pols and M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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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另方面，如同 Kress, Siddika, and Andersen（2018）認為，

科技讓許多照顧工作逐漸朝向自動化與標準化發展，藉由分離「勞

心（conception）」與「勞力（execution）」（Baines and van den Broek, 

2017; 張晉芬，2013），讓自動化的照顧科技，協助人類分擔重複與

繁瑣工作（勞力），使照顧者有時間從事其他專業工作或陪伴高齡者

（勞心），共譜協作關係。例如，Betriana et al.（2021）研究顯示，藉

由 Pepper自動化與標準化的動作，引領高齡者復健，減少長照人員

帶領運動的時間（勞力），以有更多時間陪伴長輩，提供過去因工作

忙碌而無法提供的個別化服務（勞心）。當然，也可能發生相反的情

況，如安全監測系統將過往由長照人員判斷高齡者異常行為（如跌

倒）的任務（勞心）轉給科技，偵測到特定異常動作或行為時會自動

發出通報，長照人員卻被化約為在螢幕前被動接受訊息、重複性查看

的行動者（勞力）（Pols, 2012; Thygesen, 2009）。有文獻提醒，這種

將裁量權或判斷能力從第一線員工身上移走的作法，可能造成去技術

化，反而讓照顧工作的價值受到貶低（Noon and Blyton, 2007; Wright, 

2019）。

（二）科技對照顧工作形成的勞動控制

從過去私領域非正式工作，轉變至公領域正式工作，雖然照顧

者有酬，但也因照顧者受聘於專業組織管理者指揮監督，可能基於組

織、專業化發展或資本主義效率要求，與照顧工作強調特殊化及互動

性的實踐發生衝突。例如雇主為了增進工作效率，除了引進科學化管

理外，更希望藉由不同型態的勞動控制，掌握勞工的生產過程（張

晉芬，2013），包含：1.直接控制：雇主對勞工的直接面對面監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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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強調雇主對勞工有直接的指揮控制權。2.技術控制：管理者藉

由技術與生產流程的安排，進行勞動控制。3.官僚控制：鑲嵌在工作

場所社會結構或社會關係的控制，屬於階層化權力的制度性展現。

（Edwards, 1979）。

引進照顧科技，有可能強化雇主對長照人員的技術控制。Brown 

and Korczynski（2010）在探討居家服務單位引進監測與追蹤系統對

居服員影響研究時發現，即便管理階層宣稱科技是為了給予他們更好

的安全保障及增進服務效率，但居服員仍認為科技系統的導入，賦予

管理階層能隨時知道他們身處何處的權力，讓他們就像被老大哥注視

一樣，產生更為強烈的控制感受，使管理者與勞工之間的信任消失。

不僅如此，科技強化了居服員的時間壓力。例如個案可能想和居服員

溝通一些事情（照顧過程看重的互動性與獨特性），但他們在科技監

控工作時間的壓力下，往往沒有時間聆聽，因此勞動過程感到挫折。

不過，目前探討照顧科技對勞動控制的文獻以居家照顧為主，

忽略長照機構重要性。特別是，過去為了支持高齡者自立生活，而

在家中安裝的各種隱形科技（Ambient Assisted Living, AAL），近年

也慢慢出現在長照機構內，協助長照人員即時瞭解長者跌倒偵測或

重要生理資訊監測等（Zwijsen, Depla, Niemeijer, Francke, and Hertogh, 

2012）。這些鑲嵌在機構勞動環境的各種感測器，基於「隱形」概

念，可於環境中無所不在、讓長照機構得以藉智慧設備傳遞即時資

訊，滿足照顧需求與解決人力問題（廖珮宏、康仕仲，2022）；從性

別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監測卻也代表讓女性勞動者不僅面對低薪、去

價值化等挑戰，也會陷入更多的勞動控制困境。

不過，面對照顧科技可能帶來的控制與監視，女性照顧勞動

者也並非只能坐以待斃，也可能展現其主體性，有其回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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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zhenko and Holmgren（2020）針對護理人員的研究發現，基於科

技裝置過於笨重、難以攜帶，以及登入程序過於繁瑣等因素，護理人

員展現自主性、拒絕使用。然而，面對勞動控制，勞動者也並非僅

有拒絕，Noon and Blyton（2007）進一步區分五種勞工面對勞動控制

的生存策略，包含趕工遊戲（making out）、取用（fiddling）、開玩笑

（joking）、破壞（sabotage）及脫逃（escaping）（吳育仁，2011）。以

趕工遊戲為例，若勞工同意，則代表勞工同意在組織規則內進行勞

動，結果將產生管理者與勞工的互利；若勞工反抗，則代表勞工將透

過瓦解或改變規則的方式，削弱管理者的控制，以滿足勞工的自我利

益。或以脫逃策略來說，若勞工同意，代表勞工即使不同意管理者政

策，但心理上仍被動式的接受現況；若為勞工反抗，則代表身體或心

理上的脫逃，如辭去工作，以降低組織績效或管理者目標的達成程

度。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長照機構引進照顧科技後，對以女性為眾的長

照人員與主管的勞動過程，造成的影響與變化，契合質性研究強調揭

示人們對特定行為、事件等經驗內涵看法與詮釋的特質（Strauss and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 21）。故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探索與

了解，研究對象對科技使用的主觀經驗與看法，從而理解科技與照

顧工作的互動關係。本研究採立意取樣，分別訪談三類研究對象：

1.至少具備半年以上科技使用經驗的長照機構人員，包含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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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護理長、社工或照服員等，代碼為 CW1-13（care worker）；

並進一步依據單位的職權層級，區分為上層機構經營者、中層主管

及基層勞動者。2.為豐富探討科技在長照機構內的運作，本文將熟

悉長照單位科技使用經驗的科技業者納入研究對象，代碼為 IND1-2

（industry）。3.取樣條件為熟稔長照實務與政策經驗，並瞭解科技在

機構內的運作與影響的實務領域專家，代碼為 EX1（expert）。研究

對象資料請見表一。

表一：訪談對象資料表

序號 代碼 性別 單位類別／職稱 訪談日期 單位層級類別

1 CW1 女
失智日照中心／ 
照服員

2018/12/11 基層勞動者

2 CW2 女 安養機構／督導 2020/06/18 中層主管
3 CW3 女 安養機構／社工 2020/07/16 基層勞動者
4 CW4 女 護理之家／副院長 2020/07/29 上層機構經營者
5 CW5 男 安養機構／主任 2020/08/04 上層機構經營者
6 CW6 女 護理之家／組長 2020/08/20 中層主管
7 CW7 女 老人之家／科長 2020/09/15 中層主管
8 CW8 女 護理之家／護理長 2020/09/24 中層主管
9 CW9 女 護理之家／督導 2020/09/28 中層主管
10 CW10 女 安養中心／照服員 2020/10/14 基層勞動者
11 CW11 女 護理之家／護理長 2020/10/28 中層主管
12 CW12 女 護理之家／護理長 2020/10/30 中層主管
13 CW13 男 日照中心／主任 2020/10/29 上層機構經營者
14 IND1 女 董事長 2020/10/19 --
15 IND2 男 經理 2020/10/20 --
16 EX1 男 理事長 2021/02/04 --



協作還是控制？ 119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文資料以半結構式訪談為蒐集的主要方法，訪談大綱包含：

1.對照顧科技的期待與需求；2.科技對機構日常生活與勞動工作的影

響與應對方式；3.影響或促進長照機構使用照顧科技因素。訪談前

以 E-mail寄送訪談大綱至取樣之長照機構及科技公司官方信箱，說

明研究目的、訪談進行流程及資料保存方式。俟其回信同意並確認受

訪人員後，再至受訪者工作地點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50至 80分

鐘。 4 

本研究場域主要導入科技類型為「安全監測系統」與「陪伴型機

器人」。「安全監測系統」包含：其一為離床感知地墊、床墊或警示

器，當長輩下床後，系統便會自動發出通報或警示，以利人員回應與

處理，主要為回應長輩跌倒風險，以及照顧人力短缺而無法即時查看

的限制。其二為尿濕偵測器，當長輩排出設定容量的尿液後，系統會

觸發通知，提醒照服員更換尿布，主要為解決照服員因工作忙碌而無

法或疏忽更換長輩尿布的情況。其三為電子圍籬或安全定位系統，目

的為，當高齡者離開設定範圍距離外，系統便會發出警示，提醒長照

人員長輩已走出機構，以降低失智長輩走失風險。其四為透過攝影鏡

頭追蹤熱源，呈現熱能分佈影像的熱感應裝置，當高齡者發生特定行

為時（如久臥），系統便發出警示，通知相關人員前往處理，目的為

回應攝影鏡頭下的隱私與安全平衡，確保長輩的安全。「陪伴型機器

人」主要為透過機器人的陪伴、互動與娛樂互動程式，減輕機構高齡

4 本 研 究 通 過「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人 類 研 究 倫 理 審 查 委 員 會 」 審 核

（CCUREC109071001），訪談過程遵循包含揭露研究目的、告知同意、隱私與
保密等倫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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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寂寞與孤寂感。

本研究最大的執行困難是，國內尚未有照顧科技使用單位或科

技業者的官方公開資訊，故在找尋研究對象時，研究者只能從參與照

顧科技相關展覽或閱讀媒體雜誌報導經驗，選取並廣泛寄發邀請信。

由於研究者事前大多並不熟識這些長照機構或科技業者，故邀約訪談

時，未能指定特定人員、職位層級或人數。受訪單位或許基於對研究

者的不熟悉或工作忙碌，故多僅以一位單位主管為主要受訪代表（如

主任、督導或護理長等），少數機構則除單位主管之外，另外引薦

基層照服員接受訪談，如 CW10任職的安養中心。因此，每一位受

訪者都是在獲得任職單位同意下，於工作時間內、在工作地點接受

訪談；即便屬於基層照服員的 CW1及 CW10，亦是如此。本研究使

用 ATLAS.ti 8質性分析軟體，依照編纂、解組、重組、詮釋與結論

（Strauss and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等五個步驟分析。

四、研究發現

（一）科技對照顧工作的支持與協作

1. 冷科技形成照顧去性化的「保護膜」

「照顧」是一個極具生理親近性的服務，諸如轉移位、翻身擦

背、協助沐浴等，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都需要極為親密的肢體碰觸。

但對許多照服員（特別是女性工作者），這樣的親近接觸也常讓她們

被騷擾。面對因接觸個案隱私部位而產生的騷擾困境，接受葉怡廷

（2019）訪談的居服員以「活躍老化」為由，進而降低碰觸親密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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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 5 不過本研究發現，照顧科技可以讓照服員發展出另一種策

略。例如，EX1及 CW3認為，照顧科技（特別是機器人）形成身體

工作「去性化」的保護膜，緩解女性照服員所面臨的性騷擾困境：

純粹抱上下⋯⋯直接接觸⋯⋯涉及常常講性騷⋯⋯男性很喜歡

讓年輕外籍朋友服務。（研究者問：科技可以解決這種問題？）

會，一定會。因為接觸面就減少，不完全人跟人的接觸。（EX1）

有一些男生長者，就是老了，會摸一下，但是他不至於真的給你

怎麼，沒辦法啦⋯⋯大部分會說阿公這樣是不行⋯⋯（不過）覺

得（機器人）可以避免⋯⋯像機器人沒什麼好摸的。（CW3）

這樣的結果顯現，科技具備的程式邏輯與冰冷機械特性，未必與

暖照顧的價值衝突（Parks, 2010）；反而，科技，與親密、接觸照顧

價值截然不同的機械化特質，在面對身體工作的「性化／去性化」兩

難時，成為阻絕身體工作親密性的絕佳中介體。

2. 「科技」，改寫照顧的3D形象

本研究也發現，科技可某部分緩解照顧工作惡劣勞動條件、進而

彰顯照顧價值的可能。在資本主義運作下，照顧服務常被視為 3D性

質（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的骯髒工作，是不具價值的工作，形

塑低薪與去專業化的形象。Tronto（2013）認為，提倡照顧服務理念

以及提昇照顧工作的價值，可以是促進更多人願意從事照顧工作的誘

5 葉怡廷（2019）的受訪者會用「個案也要共同參與洗澡過程來達成活躍老化的
功效」這樣的說法來婉轉迴避碰觸親密部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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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方法。本研究受訪者認為照顧科技是個可行策略。一方面，如理

事長 EX1陳述，科技可以提昇照顧工作的形象，擺脫過往照顧被認

為是把屎把尿的勞力工作，回應與解決對照顧工作強加的諸多去價

值化困境；另方面，科長 CW7分享，當科技能協助勞力密集的工作

時，可讓長照工作更人性化：

照護工作除了使命感做好事情以外，還需要科技輔助⋯⋯（導入

科技後）形象提昇很多⋯⋯工作價值比較高，工作評價高⋯⋯不

是純粹很基層的工作，可能以後給薪就會（比較）高。（EX1）

可以去開發比較有技術性（的科技）⋯⋯讓長照（耗體能）這一

塊⋯⋯（勞力）最重的部分（讓）機器人取代，（我們就可以有）

比較多時間跟長輩互動，做起來比較像人性化工作。（CW7）

3. 冷科技幫暖照顧「撐腰」

「減輕工作者負擔、協助照顧工作進行」是科技興起的主要社會

面向論述（Ishiguro, 2018）。本文田野經驗顯示，長照人員的確能與

照顧科技共譜出工作的協作，護理長 CW8或 CW7的經驗同意科技

可有效協助執行登打紀錄時間或翻身拍背等「勞力」工作，可能得以

讓長照人員利用節省下來的時間從事「勞心」的任務、陪伴更多長

者：

（生理量測自動上傳系統）縮短工作 loading，因為要去量，也

要去打，打又有錯誤，錯誤又要校正⋯⋯看他們有沒有人工 key

錯，所以才會想說，如果減少他們犯錯，縮短工作時間，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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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時間可以陪伴老人，那不是更好嗎？（CW8）

此外，以女性為主的照服員，經常因協助住民洗澡或轉移位而

產生肌肉骨骼不舒服症狀（趙懋武、謝嫣娉、葉怡嘉、蔡玉純、張世

杰，2015），照顧科技可有效降低女性勞動者面對的傷害：

長照辛苦靠體力⋯⋯像洗澡、翻身⋯⋯如果（導入）機器人，可

以抱一百次都不覺得累，不會腰酸背痛。（CW7）

4. 我不只是聽命行事於冷科技的傀儡

雖然科技可以讓人從重複性的體力勞動工作中解放，獲得更多

從事「勞心」工作的時間；但一些研究也顯示，長照人員與科技的協

作也可能使人成為科技的傀儡。特別是當將原先應由人類判斷的任

務（勞心）授權給科技，而勞工僅需透過系統警示，前往查看即可時

（勞力）；有可能形成 Thygesen（2009）所批評的，電子裝置的架設

改變人類過往的判斷專業，化約為只在螢幕前觀看的行為，把主導權

讓渡給科技。

不過，本文的田野經驗看到另一種人機協作的可能。照服員

CW10分享，安全監測系統的警示並未讓她成為聽命科技行事的傀

儡，反之，他們會仰賴平日對長輩的熟悉與照顧知能，判斷警示系統

通報的正確性，成為同時執行勞心與勞力的長照工作者，並未因安全

系統的導入，使自己成為單純的觀看者、讓照顧工作去技術化。

離床警示⋯⋯長輩起床了那個號碼它很容易亂跳⋯⋯就是響好幾

次都是錯誤的，才響到一個正確（警示）（研究者問：你怎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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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出這個不是？）（警示響起時）我們就是當下趕快看一下哪個

房間⋯⋯會先想一下說這個長輩平常的作息與習慣是怎麼樣⋯⋯

如果他平常感覺還好的⋯⋯（就會）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平常要熟知每個長輩的狀況。（CW10）

前述研究結果，讓我們看見當長照機構的暖照顧實作融合了冷

科技時，對原本的照顧實作困境帶來翻轉的曙光：首先，誠如國外文

獻所述，引進科技某程度能有效分擔長照人員的勞力工作，幫照顧工

作撐出一些可以執行暖照顧的空間與時間；其次，在親密的身體工作

中，當需要時，可以形成去性化的保護膜；第三，科技的專業外殼，

可以翻轉照顧只是 3D工作的職場形象；最後，以現行的照顧科技發

展程度，有資歷的照服員不至於讓專業判斷讓渡於科技，成為機器傀

儡。

如 Tronto（2011）指出，照顧工作經常被劃定為女性的性別圖

像，伴隨著權力差異，讓權力大者（通常為男性）覺得有權騷擾或貶

抑缺乏權力者（通常為女性），最終形成常見的語言或肢體等性騷擾

議題（郭俊巖等，2015；楊培珊，2000）。即便這些男性個案多屬生

理功能衰弱者，看似缺權、弱勢，但在父權社會，他們心理上仍自覺

優於女性，故而時常對女性照顧工作者產生不當肢體接觸等騷擾（楊

培珊，2000）。當女性工作者面對這種權力差異的騷擾時，冰冷科技

反而可發揮保護膜的去性化效果。不僅如此，當以女性為主體的照顧

工作，受制於父權與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形成低薪、無價值與去專

業化困境（王淑英、張盈堃，1999），使得長照機構人力面對短缺的

困境（陳正芬、王增勇，2017），許多研究指出提昇薪資與工作專業

形象的重要性（楊芳雅、吳柏霖、徐慧莊，2021；明勇，2017）。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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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雅等人（2021）在探討職業形象對求職者影響時指出，相較於照顧

工作的傳統印象（如提供大量勞力或肢體活動協助），若長照機構能

呈現工作專業性，較能使求職者對長照產業產生正向認知。Barnard 

and Gerber（1999）也發現，護理人員認為科技可以協助提昇健康照

顧工作者及社會大眾對其專業的認同與尊重。呼應這樣的看法，本文

發現，過去被視為從屬理性與科學邏輯、無法提供關係性照顧的科技

（Parks, 2010），某種程度上可提昇長照工作形象與價值，擺脫過往單

純屬勞力協助或低技術的基層工作形象。最後，從長照人員與科技的

協作關係來看，Wright（2019）發現，導入 Pepper機器人後，照服

員只需要把 Pepper推出來，跟著它的標準化肢體運動，帶領長輩活

動（勞力），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基於專業知識與技巧，設計運動活

動（勞心），進而形成勞力與勞心分離的勞動工作去技術化。本研究

田野經驗則顯示，基層照服員並未將勞心與勞力任務分離，依然保有

照顧工作的判斷與專業。

（二）照顧科技下的勞動控制

雖然在長照機構中，人機協作可能改善上述性別化照顧勞動的

某些困境，不過，田野資料也讓我們看見，科技，同時也替機構管理

者服務。在勞雇權力結構下，監測勞工工作表現，形成官僚控制與技

術控制。而且，長照機構內不同權力位階的女性，也有不同聲音，讓

我們看見即使照顧勞動目前以女性為多數，仍有內部異質性，有酬照

顧實作展現與階級交織的性別化場域。不過，面對不同的勞動控制樣

態，女性基層勞動者也並非只是聽命的傀儡，田野經驗顯示，女性基

層勞動者依據服務經驗展現能動性，發展出不同的抵抗與協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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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權力位階與官僚控制

首先，官僚控制意指鑲嵌在社會結構或關係中，基於階層化權力

的展現，使工作變得高度階層化（Edwards, 1979）。在長照機構場域

的勞資關係中，與照顧科技相關的行動者有三種角色：上層機構經營

者（如院長、主任），握有是否導入科技的決策權；中層主管（如護

理長），負責科技導入的規劃與協調；基層勞動者（如照服員），為

科技導入的實際操作者。這三組行動者共同在照顧的社會網絡中「協

力」實作。雖然這三種角色對照顧科技各有需求與期待，但隨權力位

階的差異，上層管理者（雇主或經營者）在照顧網絡中是權力的支配

者，擁有導入科技的最大話語權。而中層與基層人員，雖皆屬勞方，

但前者有代理指揮監督權，因此仍可將部分科技的操作庶務下轉給基

層勞動者，因而展演科技的官僚控制。田野經驗常見的情況是，導入

科技後，中層主管如組長 CW6便面臨兩種層面壓力：一方面需面對

經營者對科技效益的驗證期待，另方面則需擔憂該由「誰」監測使用

效果：

如果（照顧科技）是花錢買的，老闆需不需要看到效果？你要不

要監測這個進來效果怎麼樣？長輩有多笑容嗎？長輩語言有增加

嗎？長輩喜歡嗎？（CW6） 

相較於中層管理者面對的雙重壓力，位於勞資權力結構最末端的

基層勞動者，所感受到的勞動控制又有不同面貌。因為中層管理者仍

有指揮監督權，這上對下的職權從屬關係，讓機構裡的照服員就算不

願意，甚至必須犧牲休息時間，但還是只能屈服在管理者所建構的規

則與制度中操作科技。另一位中層主管 CW11分享機構在導入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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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科技後，對她與基層勞動者的影響：

那個（照顧科技名稱）是我們長官出去外面看到，覺得還不錯，

所以引進來⋯⋯剛開始我很困擾，誰要去做這個事情？每個人都

忙得要死，哪有時間再去（學習使用科技）⋯⋯所以我把腦筋動

到照服員身上⋯⋯你就給我乖乖帶去做⋯⋯逼照服員去做⋯⋯規

定他們，我每天會看你（照服員）有沒有簽名，版面上有沒有他

的（老人）成績。（CW11）

從她的訪談資料可以看出，導入認知促進科技後，基層照服員即

便內心萬般抗拒，仍需要在平日繁忙的工作當中，額外撥出休息時間

帶長輩操作：

要訓練每個照服員會做⋯⋯開始他們很抗拒⋯⋯他們 12個小時

的班裡面，有 2個半小時是休息時間，其實是不能動他的，所以

他只有 10個半小時，那 10個半小時翻身、換尿布、換牛奶、洗

澡什麼的，已經佔掉了所有的時間了，然後還剝奪他休息時間

（去學習操作機器）。（CW11）

護理長 CW11的分享顯示，即便中層主管或基層勞動者皆因科

技導入面對困擾或產生抗拒心態，但基於從屬關係（中層主管須執行

上層經營者理念、基層無法違背上級命令），兩者皆只能各自進行相

對應任務。只不過比起中層主管還能下轉執行科技的任務，身處權力

關係最底層的照服員基於權力結構而無法抗令的情況，往往只能犧牲

休息時間，完成交辦的任務，而這不只發生在一間機構。如同另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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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主管 CW8分享，在無法違背上級命令情況下，某些照服員甚至

強迫長輩配戴裝置，這些現象與其說是照服員缺乏照顧知能，毋寧說

是位處權力關係最底層的他們的無奈與無力感。

有一些老人，我們晚上就給他戴著（生理量測裝置）睡覺，老人

就抱怨說，這樣怎麼睡？然後就不願意戴⋯⋯可是照服員因為

by order，認為那是交代，就強迫他（老人）戴。（CW8）

誠如梁莉芳（2019）的提醒，權力形塑了照顧實作如何安排及協

作；本文訪談資料清楚顯示，管理者為確保勞工遵循工作指示，獲得

科技導入應有的效益，進而在勞資權力結構下，對基層勞動者進行官

僚控制。亦即，基於長照機構分層化的權力結構，中層管理者透過行

使權威命令（你就給我乖乖帶去做、逼照服員去做），或各種規則的

建立（簽名與成績登記制度），讓基層照服員服膺於科技下的官僚控

制型態，不得不進行（強迫長輩戴），以達到上層機構經營者預期的

科技導入成果。

2. 新管理主義下的技術控制：當「照顧」轉化為「數據」

其次，我們也看見科技在長照機構內形成的技術控制，讓中上

層管理者得以在新管理主義下，藉由各種感測器進行工作績效監測

與控制。再者，綜合兩位上層經營者與中層管理者的看法（CW13與

CW12），當科技導入場域時，「照顧」不再單純指涉「陪伴、聊天或

傾聽」，而是先透過感測器的運作，將各種行為化約為一連串系統性

數據，再藉由蒐集與監測，成為便於長照人員理解與管理的「數據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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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有很多節點，每個節點都需要輸入資訊，本來要靠人力

輸入，（現在）希望要透過這些 sensor幫它輸入，例如早上長輩

到了，用人臉辨識幫他說，劉老先生到了，然後進入系統，就記

錄下來。（CW13）

（系統）表單呈現（照服員）換了尿布，然後多少量？有沒有洗

澡？有沒有刮鬍子，做記錄⋯⋯表單都會呈現⋯⋯醫師拿著平板

就可以操作，也會收到 data。（CW12）

事實上，「數據化照顧」背後映照的便是新管理主義的意識形

態，可據此看到中上層管理者對科技提昇工作效能與效率的渴望。

一方面，中層主管 CW9寄望科技將勞動工作轉化為可測量或可驗證

的數據，藉此成為評估導入是否符合預期成果的重要依據（效能）；

另方面，上層機構經營者 CW5也呈現出希望藉由科技最大化勞動工

作，讓長照單位能達到以有限資源的投入，獲得最大產出效率目標的

渴望。這些看法顯示科技在長照機構的實踐，契合、順應了新管理主

義的邏輯。

（科技）能夠看出長者使用前後比較，data如果能內建，對機構

來講也比較好有量化成效⋯⋯如果能馬上監測，還沒拍之前，哪

邊痰液比較多，現在下降多少。（CW9）

尿尿是幾 cc，現在是坐著還躺著，可以計算或提醒⋯⋯這兩個

需要換尿布⋯⋯這個有壓瘡，因為位置都沒有動⋯⋯它需要被

通知⋯⋯趕快去處理⋯⋯（人力資源）input經過 process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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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更好⋯⋯（人力資源）input可以投入比較少⋯⋯達到更高

效率，整個管理邏輯是這樣⋯⋯透過機器也好，或者是監測或

者 notify，慢慢把效率提高，達到更好產出，才是科技最重要目

的。（CW5）

我們也看到，當科技與管理思維連結時，科技被當作監測基層勞

動者的工具，進而形成 Edwards（1979）指稱技術控制的新興形式，

讓管理者藉此掌握與了解勞工的勞動與服務提供過程。如同兩位上層

經營者與中層管理者提及（CW12及 CW4），諸如智慧床墊的照顧科

技，除了能蒐集長輩的生理資訊外，更能作為機構管理者瞭解基層勞

工是否確實執行勞動工作的工具，形成對他們勞動過程的控制：

今天經營者（可以在）智慧床墊內設定兩個小時，從裡面看資

料，知道工作人員有沒有確實去翻身。（CW12）

（智慧床墊）然後（老人）躺在上面，可以偵測到心跳，還有

翻身⋯⋯利用角度，（還可以）看他（照服員）翻身有沒有缺

失⋯⋯科技好像在監督工作人員，工作有沒有缺席。（CW4）

誠如基層勞動者 CW1及智慧尿布研發業者 IND2所言，照顧科

技對管理者來說，成為一個方便、易於管理，甚至產出工作報表的工

具，故即便基層勞動者表達顧慮，但仍受到中上層管理者歡迎，突顯

了不同階層看法差異：

覺得說你放那個（熱感應裝置）在監視我工作，你不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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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讓人家去監視工作，總會覺得怪怪的。（CW1）

上面（管理層級）院長、護理長會喜歡這種東西⋯⋯因為可以幫

助管理⋯⋯（產出）改善報表⋯⋯但對於照服員來說，覺得系統

在監控他們⋯⋯稍微偷懶、疏忽，馬上就被人發現了。（IND2）

尤有甚者，若結合 AAL「隱形偵測」概念，基層勞動者更可能

處於一個隨時被監測、卻渾然不知的工作環境。在物聯網的概念下，

為了迎合新管理主義對全面監測工作績效的要求，科技不只應用至床

墊或尿布偵測，未來更可能以貼近生活的方式現身，以更加「隱形」

的形式進行監測，例如科技研發業者 IND1指稱的智慧輪椅座墊：

智慧輪椅坐墊，看護推出去，在公園多久，有沒有去復健，我們

全部都知道，有沒有跟著他，離開老人家多久⋯⋯有沒有在旁

邊。因為 APP裝在座墊上面⋯⋯家屬也可以收到，有沒有馬上

回到座位也知道，可以追蹤他在公園聊天多久。（IND1）

智慧輪椅座墊的設計，表面上看起來既不會讓使用者因為需要穿

戴而感到不舒適，同時也因為貼近環境而不會干擾長照人員工作，似

乎是十分美好的願景。但這樣的「隱形偵測」，事實上卻可能代表幾

近全面監控的開端：當科技轉化為這種無感監測形式，並且配合著照

顧數據化的轉向時，基層勞動者的一切所作所為，其實都已經透過無

法體認與觀察、乃至於無法拒斥的形式，受到監測與掌控；因為我們

無法得知，科技未來又會以何種更為無感的形式，附加在哪些生活物

品。因此，照顧科技對勞動者帶來的影響，不只在於新型態的績效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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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更可能替管理者帶來更大程度的勞動控制。

過往研究指出新管理主義對照顧工作的影響，主要聚焦在兩個層

面。一為立基「準市場」概念，強調契約委外，建立「購買者與提供

者分離」模式。二為照顧服務的「法典化」（codify），將照顧工作分

解成許多單一、定義清楚的活動，並且界定明確執行時間（Dahl and 

Rasmussen, 2012; Hvid and Kamp, 2012）。除此之外，本研究指出，

基於成本效益論述（Ishiguro, 2018），照顧科技與新管理主義的結

合，在促進服務品質提昇、節省時間及降低成本（Kress et al., 2018）

之餘；也會讓科技轉化成「管理勞動工作的工具」，進而產生緊迫盯

人的績效監測與控制型態。

我們更看到照顧科技對管理階層績效監測形式的「演進」變化。

例如過往護理長透過檢查垃圾桶裡抽痰管數量的人工查看形式，監

督照服員勞動表現，監控他們有無抽痰（趙彥寧，2015）。本研究發

現，伴隨智慧床墊等科技的問世，機構管理階層對基層勞動者的監

督，已進化成直接藉由資料進行監管的數據化型態；亦即，中上層管

理人員不需要再以人工或直接控制等形式，檢查或詢問照服員有無確

實翻身或換尿布，僅須透過螢幕或智慧型手機，便能一目了然地查看

數據，監測照服員的勞動執行細節（如幾點幾分替長者翻身，或今天

換了幾次尿布）。原本應該作為減輕勞動者負擔的科技，卻變成每分

每秒都在監督他們，以提昇效率的技術物（Frennert, 2023）。

此外，當布建在長照場域的各種床墊、尿濕、影像感測器甚至座

墊，那種無所不在、不知不覺的「隱形」特質顯現時（廖珮宏、康仕

仲，2022），似乎提供了全新的監測工具予中上層管理者站在一個擁

有控制權的主導地位，基層勞動者（多數是女性，不論國籍）只有無

奈、被迫承受，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全面監測。而這種長照場域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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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隱形偵測的來臨，也可能同時形成一種「被監測感的矛盾」。亦

即，雖然諸如熱感應裝置等影像監視科技，可能讓基層勞動者產生被

監測的不適感；但同時卻也因為這種感受，才得以讓他們知道，自己

正在被科技「監測」，進而有表達不滿或不願使用的形式與機會。而

這種鑲嵌在工作環境中的隱形監測，不僅代表對基層勞動者工作行為

及照顧數據的監控；同時，使用者更可能因未能察覺偵測的隱密性，

喪失向照顧科技說「不」的機會與權利，形成更為縝密的技術控制。

但這種隱形監測的影響，可能是階層化的。王潔媛（2019）探討

外籍看護工在長照機構勞動實踐時發現，機構內存在著人員身分屬性

的衝突，特別是當外籍移工因文化及語言的異質性，與本國籍員工形

成既合作、又衝突的互動關係時，往往讓本國籍員工對移工產生互

動障礙及挫折感，影響照顧分工與整合。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

（2016）探討特教助理員的勞動情況時也指出，專業主義區隔了教師

與助理員的工作差別，在女性之間形成階層化現象。這些研究共同指

涉，即便隸屬同一長照機構或同性別的勞動者，亦將因身分或位階不

同，產生分工或管理上的利益衝突。呼應這樣的結果，本文發現即便

長照機構內的中層主管及基層勞動者皆多為女性，但她們卻因所處勞

動位階的不同，而對科技的導入，有不同的期待與結果：中層女性主

管偏好從管理出發，期待科技帶來更高的服務效率，而基層女性勞動

者產生被監測的感受，即便抗拒，多半也只有被迫無奈接受。因此，

照顧科技在女性長照人員身上，產生了不同影響，存在著階層化利益

衝突。

3. 共識或反抗？照顧科技下的勞動主體性

最後，雖然照顧科技在女性勞工身上，產生不同形式監測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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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場域經驗顯示，女性基層勞動者也非毫無主體性、任憑科技擺

佈，而是產生不同策略回應科技影響與衝擊。綜合受訪者經驗，可依

據 Noon and Blyton（2007）對勞工生存策略類型，分為四種形式：

首先為「趕工遊戲—同意」，意指勞工被說服、或者基於認知科技導

入的效益，願意或同意使用科技，進而在科技的協助下，達到機構

與勞工提供服務的互利。如護理長 CW11指出，雖然一開始勞工反

彈，但經過教育與說明後，獲得大家同意接受科技導入的過程。其次

為「趕工遊戲—抵抗」，指涉勞工雖然原則上接受或同意科技導入，

但卻運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瓦解或扭曲運作規則。如組長 CW6

陳述，工作人員取巧地關掉警報器，或者即便仍開啟警報系統，但卻

關閉外場的門、減少人員出入形成的警示，以符合本身利益。

剛開始我在推的時候，有點困難，因為（工作）人員對（照顧

科技）並不那麼（警覺）⋯⋯明明床墊在叫，大家無視它的存

在⋯⋯覺得說有叫就要去看很麻煩⋯⋯後來我們督導主任來現場

盯了好幾回⋯⋯人員教育跟被警訊了之後，慢慢改變態度跟接受

度，現在大家都知道（科技導入的）重要性。（CW11）

因工作忙，沒辦法一直跑來去⋯⋯當（警示）進出亮燈頻率太高

時，有些工作人員為了便宜行事，可能會把警報器關掉，on會

變成 off⋯⋯再來我們主管規定說不能關機，很多人⋯⋯會把外

場門鎖住⋯⋯等於就算 on著開機，（但）現場的門鎖住，是不是

長輩就出不去。（CW6）

第三為「脫逃—同意」，代表勞工雖然心理上不願意，但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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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被迫接受科技使用。如同照服員 CW10表達對被迫接受執行照

顧機器人任務的被動與無奈。第四為「脫逃—抵抗」，勞工透過身體

力行，成功「辭去」執行科技任務，降低、甚至讓組織無法達到原先

導入照顧科技的目標。如同督導 CW2分享，因中高齡照服員對於新

興科技的陌生與排斥學習，在單位說服未果情況下，勞工成功表達對

科技的抵抗，最終導致棄用科技。

我們（照服員）是接收指令然後去執行，不是我們去建議說要

不要給我們帶（陪伴型機器人），不是！我們是接收訊息，就是

好，我們（只好）去做就這樣⋯⋯剛開始會（抗拒），已經夠

累，還要帶，但是就只能帶。（CW10）。

對中高齡年齡來講，這個東西（照顧科技）會變成阻礙他，因

為第一個他不會操作，再來就是不懂，不懂就是會放棄這個東

西（照顧科技），接觸新的東西，如果沒有人教，或說本身就排

斥⋯⋯（所以）這一台（熱感應裝置）目前沒有很實際在用。

（CW2）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目的為探討長照機構引進照顧科技後，對以女性為主的

長照人員，形成的勞動過程影響與變化？研究發現，照顧科技對女性

長照人員的影響是雙元的。首先，我們發現身體工作親密性的兩難與

矛盾：身體碰觸雖然是親密、互動與關係的展現，但卻可能讓身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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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化」的工作場域，造成女性照服員的困擾。而科技過往被批評

的去人性化、冰冷等特性，反而能夠成為阻絕這種性騷擾的中介體，

避免女性照服員因親密碰觸而面對的騷擾困境。此外，面對當代資本

主義強調生產關係、貶抑照顧服務價值的困境，過往被視為理性與科

學邏輯特質的照顧科技，同樣可提昇照顧工作的價值與專業形象。

其次，我們也看到科技對照顧工作協作與控制的共存與矛盾。一

方面，科技能減輕工作負荷，共譜出勞心與勞力的協作關係，讓女性

基層勞動者得以獲得節省勞力工作，進而陪伴更多長輩、提昇服務品

質的可能性（勞心）。不過，科技在為勞動者效勞時，似乎也替管理

者服務；亦即，原先設計用以幫助勞工提昇效率的工具，反過來成為

監控勞動者的科技。據此，我們看到中上層管理者是如何透過科技，

進行不同型態的勞動控制，包含結合權力結構與命令規則形成的官僚

控制，讓基層勞動者服膺於管理者權威，被迫操作科技；以及，透過

長照機構內的各種感測器，進行更為強烈績效監測的技術控制，甚至

未來可能在 AAL隱形偵測的概念下，讓基層照服員處在監測無感的

環境，無法拒絕科技。從這個角度來看，位處不同勞動位階的女性長

照人員對照顧科技的聲音並非一致，存在著階層化的利益衝突。然

而，即便科技帶來不同型態的監測與控制，我們仍看見女性勞動者的

自主與主體性：不僅展現了不同的回應策略，更未因科技導入，造成

照顧工作的去技術化，憑藉著自身對高齡者的認識與專業知能進行照

顧工作。

基於以上的矛盾與困境，本文認為 Tronto（2013）提出的「照顧

民主化（caring democracy）」是一個可能解方。從照顧民主化角度來

看，所謂的「效率」不只是管理問題，更是政治議題。亦即，效率原

則的決定無可避免會牽涉到政治權力運作：誰是該提昇效率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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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決定的人是誰？該用怎樣的工具、提昇什麼樣的效率？因此，若

我們眼中只有「提昇效率」這一個目標時，便可能忽視政治關係與權

力結構，如何排除與削弱特定群體意見的重要性（如基層勞動者）。

同時，更可能讓我們忽略，照顧科技達成「效率」的背後，是壓迫、

犧牲，甚至對多少基層勞動者進行勞動控制而來的成果。針對這樣的

困境，關懷倫理提供兩條發展軸線：一是何種環境可以提供個人照顧

與關懷，二是如何嫁接公民資格及社會政策，並得以在公共領域中發

展關懷他者（caring for）的條件。Stensöta（2020）認為，總體人民

都得以「獲得」照顧服務，並且讓所有人民「參與」攸關照顧分配的

民主政治決策，才得以打造照顧民主化的基礎。

從這兩條軸線出發，實務上有幾個可能作法：首先，為了降低

機構內 AAL隱形監測對勞動者產生的無感控制與監視，機構管理者

應該透過公共參與方式，透過說明會、公佈欄等形式，盡明確告知義

務，向勞動者說明與解釋機構導入的科技型態、緣由，以及蒐集的個

人資訊種類與範圍，使勞工瞭解機構對照顧科技的應用形式，甚至評

估科技對勞動者產生的各種勞動權衝擊，以邁向照顧民主化之途。如

何察覺科技在長照場域形成的各種控制壓迫情境，並且透過對話與討

論，讓管理者理解基層勞動者對科技導入的需求與看法，將是未來發

展照顧科技的重要關鍵。當然，如同科技對女性長照人員形成的階層

化利益衝突，不同長照人員對科技操作與解讀的能力與資本異質性，

將直接影響照顧民主化的實踐可能性。如同本文發現，中高齡照服員

會因對科技陌生而抗拒的結果，若第一線人員未能具備對科技操作的

意願、知能與技巧，將很難實踐民主式照顧「讓所有人都能獲得適當

照顧服務（access for all）」的理想，亦即科技效益無法雨露均霑地讓

所有人受惠，而是嘉惠特定文化資本的長照人員。因此，如何看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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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長照人員的差異性，並給予適切的資訊或提供協助，將是落實照

顧民主化的關鍵。其次，如同 Rosen（2019）指出，照顧民主化探問

「誰在做什麼樣的照顧工作？這種工作如何被承認？以及它以何種方

式被賦予價值」。我們需要意識到誰從目前的照顧安排中受益或受到

傷害。這需要讓第一線照顧工作者表態、發聲，並透過國家建立一套

基於關係與相互依賴的照顧原則與制度系統，引入關於照顧反思暨回

饋的民主審議機制。

最後，本文有兩個研究限制。首先，基於目前安養機構較有購買

高度商品化科技的資本，故本文以長照機構為主要討論範疇，因而結

果無法代表居家或社區式人員使用照顧科技的現象或經驗。其次，照

顧是集體網絡，並且照顧勞動確實亦有許多不同組合的「關係」，例

如微觀層次的無酬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有酬照顧勞動關係，或者

巨觀角度的國家與市場關係。為聚焦主題，本文以鑲嵌於勞資關係中

的有酬勞動與照顧科技交織而成的效果為主要範疇；科技對其他形式

實作的影響，則待後續研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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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or Control? When Gendered Warm 
Care Meets Cold Technology

Yu-Hsiang Chou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Shu-Yung Brenda W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n and changes in the labor of long-

term care staff, mainly consisting of women,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to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conducted, using interview methods and purposive sampling of 13 long-

term care workers, two technology industry advisors, and one experienced 

expert in this field. In doing so, it found a contradictory co-existing 

relationship of collabora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are 

work. First, technology can be deemed a strategy to “de-gender” the 

body of female care workers. It can prevent sexual harassment, alleviate 

low value and de-professionalization in care work, and complement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efforts of the long-term care staff.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effects expected from the management level, workers 

were subjected to varying bureaucratic and technical labor control 

methods under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and were forced to perform in 

a ubiquitously monitored environment. In other words, female long-term 

care worke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labor hierarchy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echnology, showing a hierarchical interest conflict.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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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difficulti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caring democracy” proposed 

by Tronto (2013) is a possible solution, one which would rely on a national 

system to introduce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ystem for reflection on and 

reform of long-term care.

Keywords: care technology, long-term care, labor control, gender, 
care work


